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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视角的粮食安全逻辑是“政治优先于经济” ，前者决定了国家对粮食安全的

战略定位，后者决定了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思路。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特殊性表现为

国家的主体性作用得到了大幅强化。 中国将粮食安全定位为重大战略性问题、国家安全的

重要基础。 为了贯彻这一定位，国家长期以来的政策思路是通过强有力的市场干预来提高

重要农产品的自给率。 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转型的方向是从被动型战略转向主动型战略、从
依赖小农经营的战略转向依赖规模化经营的战略。 实现这一转型的前提是通过农业生产组

织转型使粮食经济形成比较优势，从而提高粮食的国际竞争力。 转型期保障粮食安全的政

策设计要坚持底线思维的方法论，正确认识粮食安全与大食物安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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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保障中国基数庞大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相应地，增加粮食供给、
保障粮食安全就构成了中国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 近年来，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着供需结

构性矛盾突出、传统增产手段乏力、支持政策空间收窄、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加剧等一系列

挑战。 在多重极端事件爆发导致国际环境趋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

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凸显。 中共中央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就新时

代的粮食安全保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部署；国内学术界也有大量研究评

估中国当前的粮食安全形势，提出粮食稳产保供的对策建议 ［１－２］ 。
在实用主义视角下，现有相关研究的一个局限性是未能在一般逻辑下审视中国粮食

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粮食安全问题演进的规律性。 从特殊性来看，中国的粮食安全被定

位为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现有文献普遍将这一定位作为研究的出

发点或预设前提，却没有深入观察和思考这一定位的合理性依据。 从规律性来看，粮食

安全问题需要在农业发展中寻求解决方案，而现代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

转型的过程中，农业发展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演进规律 ［３］ ；这意味着不同发展阶段的粮食

安全战略也应该存在差异。 不少研究从政策时间线上归纳梳理了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目

标和观念经历的多次调整及其内在的演变路径 ［４－５］ ，但鲜有研究从农业问题演进的一般

规律中认识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调整，尤其是未来粮食安全战略转型的方向。 本文尝试

在廓清粮食安全问题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基础上理解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定位的特

殊性，然后在农业问题演进的一般规律中分析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转型的进路，从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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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观形成的内在逻辑，并阐述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转型的方法论与政策

导向。

一、国家视角的粮食安全逻辑

在社会科学的范畴内讨论粮食安全问题需要首先确定一个合适的分析单元或分析实

体。 粮食安全问题具有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属性，因此，这个分析单元也应该是同时具有

相对独立的政治权利、经济决策能力和排他利益的政治单元和经济单元。 从概念的范畴

来看，粮食安全问题存在三个不同层面的分析单元：世界、国家和个体（或家庭）①。 世界

层面的粮食安全问题关心全球的粮食供求平衡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人口的贫困和饥饿。
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问题关心一国内部的粮食供求平衡和低收入群体的食物保障。 个

体层面的粮食安全问题关心个体或家庭成员对食物的可获得性和营养健康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问题诞生于世界层面。 二战后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创立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结果是全球食品工业的重组，并形成了由美国主导的粮食生

产、分配和消费的制度体系 ［６］１９。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的指导思想是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即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经济增长是遏制贫困和实现粮食安全的最优

解决方案 ［６］３、６。 但是，现实世界中广泛存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违背市场原则

（前者补贴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后者对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业进行征税）的“发展悖论” ，
导致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贫困和营养不良状况持续恶化 ［７］ ［８］１－３。 于是，粮食安全作为一

个世界性问题，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伴随着粮食危机的出现被正式提出。 在 １９７４ 年第一

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ＦＡＯ）提出了“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

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的粮食安全标准 ［９］ 。 此后，ＦＡＯ 对粮食安

全的概念进行过多次调整，在 １９９６ 年世界粮食峰会上，粮食安全的内涵被表述为“所有

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经济和社会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

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求和食物偏好” 。 这一表述在国际上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粮食安全概念（或标准） 的多次调整中，ＦＡＯ 的定义一直保持两个基本特征。 第

一，始终聚焦在个体层面，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食物的可获得性。 第二，是逻

辑学意义上的全称命题，强调“任何人” 或“所有人” 在“任何时候” 对食物的可获得性。
这两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ＦＡＯ 对粮食安全的定义项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内涵。 这

种还原到个体层面的规范性内涵根源于西方保障个体权利和维护个体尊严的人本主义

思想。 与此同时，ＦＡＯ 粮食安全概念演变的过程表现为规范性内涵的不断明确和丰富：
从数量扩展到质量和食品安全，从满足生存的需求扩展到满足营养和偏好的需求，不断

从物理和经济层面明确“可获得性”的具体含义 ［１］ 。 内涵增加同时意味着达到粮食安全

标准的外延在不断收窄。
虽然粮食安全问题诞生于世界层面，其定义又聚焦于个体层面，但在实践中，ＦＡＯ 和

其他多边机构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呼吁和采取的措施却一直都集中于国家层面。 例如，呼

吁各国建立粮食储备制度；呼吁发达国家调整农业补贴；倡导各国协商建立更加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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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还存在其他分析单元，如跨国组织、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或利益共同体。 考虑到这些实体的独立政治权

利或经济决策能力相对较弱，本文不予考察。



国际食物贸易制度，等等。 这是因为，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中，国家一直都是世界政

治和经济中最重要的实体。 国家对外表现为具有集体偏好或认同的单一主权实体，以保

障国家利益为基本目标；对内表现为具有约束其社会的能力的权威实体，以维护其权威

和统治为基本目标。 讨论粮食安全问题同样应该将国家作为最主要的分析单元。 在整

个历史和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粮食和农业一直受到政府

的严厉干预 ［１０］ 。 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制度体系本身就是在国家间权力关系的背景下

出现的 ［６］１９。 世界层面的粮食安全议题需要通过协调国家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寻求解决

方案；个体层面的粮食安全议题也需要在国家内部的经济制度中寻求解决方案。
任何国家都面临粮食安全问题，但是，不同国家对粮食安全的战略定位存在差异，解

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思路也存在差异。 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逻辑可以从两个分析维度进

行理解：一是“国际与国内”的范畴维度；二是“政治与经济”的学科维度。 据此可以产生

四个组合。 其中，“国际政治”强调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排除外部干涉而独立自主地行

使与粮食相关的权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其他政治实体的粮食政策产生影响。
“国际经济”强调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融入当前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粮食经

济体系，尤其是粮食贸易体系。 “国内政治” 强调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为满足全体国

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需求和营养需求承担责任。 “国内经济”强调政府采用何种

经济制度来维系国内的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其核心是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程度。
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逻辑整体上是“政治优先于经济”①，前者决定了国家对粮食安

全的战略定位，后者决定了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政策思路。 正如林毅夫等所述，一

国的发展战略是由政府选择的外生变量，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制度

则是内生变量，逻辑上由资源结构和发展战略诱发形成 ［１１］ 。 国家对主权独立性的要求越

高、对国内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越大，粮食安全的政治重要性就越强，在国家发展战略中

的地位就越高。 国家粮食经济在全球粮食经济中的比较优势越强，国家就越倾向于主动

接受和融入全球粮食贸易体系。 国内的市场经济发育越完善、越成熟，国家就越倾向于

采用比较优势的原则通过区域产业分工来优化国内的粮食生产。 “不管各国如何在粮食

安全问题上防止过度依赖国外供给，如何勉励生产自己没有优势、成本极高的粮食作为

战略物资控制起来，但是，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国内实行就地生产就地供应，其

均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实行农产品的国内合理空间布局和专业化生产。” ［１２］

二、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特殊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粮食生产问题；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粮食

增产的任务都不是来自国家对粮食安全的关切，而是来自对重工业原始积累的关切 ［３］ 。
粮食安全概念正式进入中国发生在 ＦＡＯ 在世界层面提出粮食安全概念以后。 朱泽 ［１３］ 、
谢莲碧等 ［１４］ 、成升魁等 ［１５］ 介绍了粮食安全概念进入中国的历程和国内学者对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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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说明，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和分配都不是完全由市场经济机制所决定，而是首先由政治

机制所决定。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新冠疫情暴发以后在全球陆续出现的粮食民族主义，包括越南、俄罗斯、罗马

尼亚、埃及、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相继采取措施叫停了本国的粮食出口。 参见周立、罗建章、方平：《谁来养活

２１ 世纪的中国？ ———疫情危机、全球本土化与有组织地负起责任》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概念进行的本土化定义。 这些定义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沿用或小幅调整了

ＦＡＯ 在个体层面对粮食安全的定义；另一类则在国家层面对粮食安全重新进行了定义。
例如，朱泽认为，ＦＡＯ 的定义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实质，“粮食安全是指国

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

的能力” ［１３］ 。 这一定义的特征在于，国家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考虑某个地区或

某个家庭的粮食安全问题。 此后，也有学者尝试通过调和国家与个体两个层面来定义粮

食安全。 例如，唐健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所有人在任何时候为能

满足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而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及营养的粮

食，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平衡的政治经济等活动” ［１６］。 这类定义虽然仿照

ＦＡＯ 将“所有人”引入了定义项，但粮食安全主体被调整为了“国家或地区”。
中国官方并没有明确对粮食安全概念进行定义，但是，已经出台的粮食政策通常设

定了较为具体的粮食安全目标，可以体现出政府对粮食安全理想状态的偏好和观念 ［４］ 。
卫志民和于松浩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粮食安全观和政策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４］ 。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 １９９５ 年。 这一阶段虽然国内学界已经开始讨论粮食安全问

题，国家也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但是，粮食安全概念并未正式出现在官方表述中。 第二阶

段是 １９９６ 年到 ２０１２ 年，标志事件是 １９９６ 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首次在中

国语境下使用“粮食安全”的表述，并明确提出“粮食自给率不低于 ９５％，净进口量不超

过国内消费量的 ５％”的目标。 此后，粮食安全概念开始正式出现在官方表述中，而且出

现频率不断提高①。 第三阶段是 ２０１３ 年至今。 标志事件是 ２０１３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

次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
与 ＦＡＯ 对粮食安全概念的定义相比，无论是国内学界对粮食安全的定义，还是政府

对粮食安全的观念，都明确强调了国家在粮食安全问题中的主体地位。 这一调整同时也

意味着中国粮食安全概念内涵的实证性相对更强，即更加具体和务实地明确了政府对于

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应该实现的目标。 将粮食安全主体调整为国家或

政府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思想。 与

此相对应，国内粮食安全领域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实践都较少提及微观个体对食物的可获

得性，而是聚焦于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分配制度等问题。 虽然粮食安全定义

的主体有所不同，但是，中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是历史的和发展的。 与 ＦＡＯ 粮食安全

定义中规范性内涵的不断丰富相一致，中国粮食安全概念也在随着时代发展而调整，其

中最重要的理念变化就是从保障“吃得饱”向保障“吃得好、吃得健康”的转变。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特殊性表现为，国家的主体性作用得到了大幅强化。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中央就已经明确把粮食定位为“基础中的基础” “直接关系到人民和国家安

危”的战略性商品 ［１７］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国家粮食安

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保障粮食安全被进一步确定为国家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２０１５
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正式将粮食安全列入其中，此后，粮食安全被定位为“国家安全的

重要基础” ，其政治意义和战略性地位在官方表述中被一再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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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可以查询到的资料，江泽民在 ２０００ 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好

粮食安全问题” ，是粮食安全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



中国粮食安全强调国家主体作用的原因可以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两个角度进行理

解。 从国际政治来看，中国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拥有完全独立自主权的国家，并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在客观上对中国食物主权的独立自主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中国在实现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面临着由美国主导的强权体制的挑战；而且，中国

目前尚未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因此，中国的粮食安

全战略必须要求“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 从国内政治来看，与

西方国家的政府承担以程序为导向的有限责任不同，中国的体制是由中央政府承担以结

果为导向的无限责任或高度责任 ［１８－１９］ 。 国家发挥粮食安全主体作用的另一面就是由国

家承担本国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 而且，在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中，粮食发挥着最

直接的作用。 仓廪实则天下安，仓廪虚则天下乱。 由饥荒引发的社会动乱在中华民族的

记忆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因此，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构成了国家政权维护其权威和

合法性的基本政治问题。
此外，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 ，而现代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

是土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因此，中国大宗农产品在国际上明显缺乏竞争力。 而

且，随着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不仅大宗农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劳动密

集型农产品也正在丧失竞争优势。 从原理上讲，比较优势的缺乏意味着中国为了保障国

内粮食安全应该尽量减小农业的对外开放程度。 但是，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ＷＴＯ）时已经在农业方面作出了较高的开放承诺，成为全球农产品关税水平较低和贸

易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２０］ 。 在缺乏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被动加入全球粮食贸易体

系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不得不将粮食的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多目标

之间的内在冲突在客观上使粮食安全对国家的战略性意义进一步凸显。

三、粮食安全问题演进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战略转型

无论国家如何强调粮食安全的政治重要性，粮食安全问题仍然要在农业经济系统中

寻求解决方案。 如前文所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要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农业经

济系统中统筹制定本国的粮食安全政策。 国家一方面要考虑本国农业的开放程度，即在

多大程度上参与全球粮食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要考虑国内的农业经济制度，即在多大程

度上通过政府干预来组织国内的粮食生产和消费。 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两点：第一，农业

经济政策并不是静态的，在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经济问题有所不同，国家制定的农业政策也会存在差异 ［３］ ；第二，国

家制定农业政策时需要兼顾包括保障粮食安全在内的多重目标，而不同目标之间并不都

是相互一致的关系 ［２１］ 。 因此，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制定必须要首先考虑国家在特定时空

背景下的发展阶段，并进一步分析在特定阶段粮食安全目标与其他政策目标是否兼容。
农业经济学并没有把“粮食安全”作为一个经济问题置于其理论体系中，西方经济学

讨论的相关问题是粮食生产（粮食供给）问题。 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指出，低收入的发

展中国家在起步阶段面临“粮食问题” ，即粮食需求的增速快于粮食供给的增速，前者由

快速的人口增长和收入增长所驱动，后者之所以相对更慢则是因为农业技术转移较工业

更加缓慢且粮食生产的边际成本递增；而且，低收入国家为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通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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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策略，对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业进行剥夺 ［８］１８－２０。 随着工业化的发

展，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加之人口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粮食需求随收入上升而增长的幅度

逐渐下降，粮食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会得到缓解，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也会随之下降。 速

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认为，在此后的发展阶段，即使国家从政治出发需要考虑粮食安全

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安全供应粮食的职能也应该从政府之手转向（国际）市场，
“在国际贸易正常发挥作用的和平时期，对完全具备正常的食品进口能力的国家来说，粮

食安全保障不应该成为政府直接插手来追求的政策目标” ［８］２９９。 从现实来看，日本、韩

国、中国台湾、泰国、菲律宾等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粮食问题”的阶段，并

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粮食问题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因此，工业化发展进入成

熟期的国家所关心的粮食安全问题较少涉及国家层面的供给保障，而更多聚焦于低收入

群体对食物的经济可获得性。
尽管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颇具洞见地发现并总结了发展中国家不同阶段农业问题

转变的规律，但是，他们明显低估了大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政治意义及其对农业问题转变

过程的影响，并错误地判断了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 以日本和韩国

这种典型的人地关系紧张的国家为例，其粮食问题得到缓解的外在特征表现为：保障国

内供应的粮食外延大幅收窄，广义粮食的供应则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 日本只能选择非

常有限的粮食品种自给，而供给热量的综合粮食自给率则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７９％下降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８％；相似地，韩国也基本放弃了小麦和玉米的生产，供给热量的综合粮食自给率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８０％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８％ ［２２］ 。 根据前文对国家视角的粮食安全逻辑的讨论

可知，日本和韩国粮食问题缓解的内在特征表现为：在农业缺乏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国家

通过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主权来换取粮食供应的依附式保障。 尽管两国也都强调粮食安

全的重要性，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将主权让渡于国际或区域经济组织的程度都经历了不

可逆的扩大过程。
对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转型过程的理解既要考虑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问题转变的一般规

律，又要考虑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特殊性。 从规律性来看，中国也要经历粮食供给相对

不足的发展阶段，并且，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粮食问题在远期应该会得到大幅缓解。
从特殊性来看，以下三类国家的粮食安全观都不适用于中国：一是不具备完全独立自主

权的国家（尤其是小国） ；二是政府对内承担有限责任的国家；三是人地关系不紧张的国

家。 因为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被提升到重大国家战略的地位，且中国当前通过让渡主权换

取粮食供应保障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中国粮食问题的演变会呈现出有别于一般规律的

特殊性。 全世文认为，中国农业政策演进的特殊性表现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没有随着工

业化的推进而下降，在工农关系进入转折期以后甚至还存在上升趋势，直接影响了中国

农业转型的进程 ［３］ 。 也就是说，粮食安全战略转型在中国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

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已经在 １９９６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发生过两次转型。 这

两次转型与其他国家粮食问题转变规律的一致性表现为：中国保障国内供应的粮食外延

名义上也在收窄，而且，广义粮食的自给率也存在下降趋势。 中国供给热量的综合粮食

自给率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９６．６５％下降到了 ２０１６ 年的 ８２．０３％ ［２３］ 。 但是，这两次转型更主要的

是呈现出了与其他国家粮食问题转变规律不一致的特征。 自从“粮食”与“战略”被绑定

·７１１·

全世文：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及其转型



以后，中国保障粮食供应职能的政府之手就从来没有真正放松。 赵德余指出，党和政府

决策层的价值观对中国粮食政策变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的重大粮

食政策决策或变革都发生在粮食产量急剧下滑的年份之后一年，反映出决策层对于粮食

产量下滑或波动给予了特别优先的关注和响应 ［２４］ 。 中国从 ２００４ 年起开始大范围实施的

农业保护政策以“保供给”为优先目标。 此后，２０１３ 年的转型虽然将保障自给和安全的

对象收窄为“口粮”和“谷物” ，但是，国家事实上并没有放松对猪肉、蔬菜、油料等食物供

给保障的重视。 因此，虽然中国广义粮食自给率存在下降趋势，但是，除油料以外，中国

绝大多数食物品类的自给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２３］ 。 也就是说，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大幅减

缓了中国广义粮食自给率的下降速度，进口量基本保持在政府可控的“适度”规模以内。
而且，随着近年来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增强，在 ２０２１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决策层将保障安全的粮食外延又调整为“重要的初级农产品” ，其关键内容就是促进大豆

和油料增产，修补油料作物自给率低的短板。
那么，中国未来粮食安全战略调整的方向是什么？ 从外部条件来看，因为中国在加

入 ＷＴＯ 时已经作出了较高的农业开放承诺，所以，只要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没有被打

破，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就必然要置于开放系统之中。 蔡昉早在 ２００８ 年就曾指出，
中国需要从被动的粮食安全战略调整为主动的粮食安全战略，这个转变的前提是中国的

粮食经济形成比较优势，可以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 ［２５］ 。 粮食经济形成比较优势的途径是

规模化经营，因此，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转型就是将依赖小农经营的战略转变为依赖规模

化经营的战略 ［３］ 。 基于以上转型方向，中国当前的粮食安全战略可以被理解为“用空间

换时间” 。 这个“空间”就是不断挖掘粮食生产潜力的空间，从而符合决策层对粮食安全

的重大战略性定位；这个“时间”则是完成农业生产组织转型的时间，从而使中国农业发

展向一般规律靠拢。 也就是说，在没有完成农业生产组织转型从而有效提高粮食国际竞

争力之前，中国仍会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来提高战略性初级农产品的自给率；而且，外

部环境越不稳定，政府的干预力度就会越大。 而一旦完成组织转型，中国的粮食安全战

略就可以更加主动，粮食政策也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总之，中国远期的粮食安全问题

将在更大程度上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而其前提是粮食国际竞争力出现实质性的提升。

四、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转型的方法论与政策导向

中国农业政策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粮食安全的战略转型。 政策设计既要

满足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政治上对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性定位，又要引导而非阻碍粮食经

济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比较优势。 也就是说，粮食安全战略转型的政策制定要协调增

产目标与提高竞争力目标的一致性，而后者的实质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中国长期以

来以增产为首要目标的农业政策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导向，而非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导

向，其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几乎完全来自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而农业经营规模

并没有实质性扩大，导致工农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较大差距 ［２６］ 。 过渡依赖土地生产率的

提高在有效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对农业竞争力提升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

响 ［２１］ 。 中国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的国际竞争力在近 ２０ 年内并没有出现实质性

提高。 直至 ２０１６ 年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政府才明确将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作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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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标。 但是，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在“三项补贴”总额中的占比不足 １４％ ［２７］ 。 据统

计，２０２１ 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为 ５．５５ 亿亩，①小规模经营仍然是当前主要的生

产组织形式。 也就是说，“用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当前正面临着粮食增产潜力不足和农业

生产组织转型进度有限的困境。
打破上述困境的关键是基于正确的方法论设计转型期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 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底线思维方法，并多次强调要坚持并善于运用底线思维防范和化

解各种风险。 可以说，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核心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的方法论。 从本质

上讲，底线思维是一种积极的防御性思维。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

形势下，稳住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作用，才能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权，为社会大局

稳定和经济持续复苏奠定基础。 在安全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安全解决的是生存和保障

问题，发展解决的是动力和效率问题。 处理安全问题要使用底线思维，强调“稳得住” ；处

理发展问题要使用高线思维，强调“进得强” 。 显然，粮食安全属于安全问题，而非发展问

题。 运用底线思维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政策的目标是风险最小化，而非产量或利润最大

化。 也就是说，不能用谋求发展利益的高线思维来设计粮食安全保障政策，既不能盲目

地将粮食安全的产品外延由粮食扩大到一般农产品，也不能盲目地将粮食安全等同于不

惜一切代价追求粮食增产。
采用底线思维处理粮食安全问题要做到正确认识粮食安全与大食物安全之间的关

系。 ２０１６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树立大食物观，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

径开发食物资源，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 “大食物安全” 的外延相较于“粮

食安全”有所扩展，保障安全的对象由谷物和口粮扩展到包括谷物、豆类、猪肉、蔬菜等在

内的重要农产品。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
“确保粮、棉、油、糖、肉等供给安全” 。 在 ２０２１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保

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 。 粮食安全向大食物安全的过渡符合社会经

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当前防范外部不确定性风险的客观要求。 但是，应该同时注意

到，这个过渡是一个动态过程，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后者为前者发展的方向。 底线思维意

味着应该根据初级农产品的战略性地位制定具有“差序格局”的粮食安全保障措施，对重

要农产品设定梯次性的底线标准从而合理配置生产资源，而不是将保障谷物和口粮安全

的自给率标准无差异地运用到所有初级农产品上。
底线思维的方法论同时也意味着转型期的粮食安全政策应该选择性地有所侧重，而

不是像高线思维一样同等地重视有助于粮食增产的所有理论途径。 从一般意义上讲，保

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体系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进行概括 ［３］ 。 从供给端来看，保障粮

食安全的政策依据时效性可以分为三类：短期政策围绕即期的粮食供给量而制定，包括

增加储备、扩大进口、减少流通损耗等；中期政策围绕粮食生产过程而制定，包括各类要

素补贴、价格支持、扩种海水稻、海外租地等；长期政策围绕粮食供给能力和效率而制定，
包括农业技术研发、提高耕地地力、培育新型农民、增强储备能力、提高减损技术等。 需

求端的政策包括减少食物浪费、引导健康与可持续的食物消费行为等。 在以上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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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供给端鼓励生产过程中粗放式投入生产要素的政策与粮食安全战略转型的方向相

悖。 如上文所述，传统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导向的政策不仅面临着潜力空间有限的问

题，同时也会阻碍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形成。 因此，新时代粮食安全战略的政策导向是

在供给端利用好短期和长期政策工具，“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利用好国际市场“适度进

口” ；在消费端“坚决遏制浪费” ，引导全社会形成节约粮食、健康消费的新风尚。

结 　 语

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逻辑可以从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四个角

度进行理解。 粮食安全逻辑整体上是“政治优先于经济” ，前者决定了国家对粮食安全的

战略定位，后者决定了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思路。 国际上的粮食安全概念与中国的

粮食安全概念并不完全一致，前者聚焦于个体层面，以规范性内涵作为定义项，后者则聚

焦于国家层面，以实证性内涵作为定义项。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特殊性表现为，国家的

主体性作用得到了大幅强化。 其原因在于，中国对外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拥

有完全独立自主权的国家，对内表现为由中央政府承担无限责任或高度责任的国家。 中

国在加入 ＷＴＯ 时已经作出了较高的农业开放承诺，而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中国

大宗农产品却并不具备比较优势。 因此，中国将粮食安全定位为重大战略性问题、国家

安全的重要基础。 为了贯彻这一定位，国家长期以来的政策思路是通过强有力的市场干

预来提高重要农产品的自给率。
从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粮食供给相对不

足的问题都会得到缓解，其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依赖国际粮食市场。 但是，随着中

国工业化的发展，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地位并没有下降，甚至有所提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

大幅减缓了中国广义粮食自给率的下降速度。 面向未来的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转型，需要

从被动型战略转向主动型战略、从依赖小农经营的战略转向依赖规模化经营的战略。 实

现这一转型的前提是通过农业生产组织转型使粮食经济形成比较优势，从而提高粮食的

国际竞争力。 因此，新时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设计既要满足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政治上

对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性定位，又要促进粮食经济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比较优势。
中国“用空间换时间”的粮食安全战略当前正面临着粮食增产潜力不足和农业生产

组织转型进度有限的困境。 打破这一困境的关键是要坚持采用底线思维的方法论设计

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体系。 一方面，要正确认识粮食安全与大食物安全之间的关系，不

能将保障谷物和口粮安全的自给率标准无差异地套用到所有初级农产品上，而是要根据

初级农产品战略性地位的差异制定梯次性、针对性的政策，合理配置生产资源。 另一方

面，转型期的粮食安全政策应该选择性地有所侧重，而不能将粮食安全等同于不惜一切

代价追求粮食增产。 新时代粮食安全战略的政策导向不应继续鼓励粗放式投入生产要

素的方式，而要重点鼓励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业技术研发、适度利用好国际市场、减少

粮食损耗，并引导形成节约粮食和健康消费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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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ｚ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ＥＭ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ＱＵＡＮ Ｓｈｉｗ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ｄｅａ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
ｃｙ ｉｄｅａ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ｆｒｏｍ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ｒｏｍ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ｏｔｔｏｍ－ｌｉｎ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ｇ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ｏｔｔｏｍ－ｌｉｎ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ｂｉｇ ｆｏｏ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ＺＨＵ Ｗｅｎｂｏ， ＨＡＮ Ｘｉｎｒｕ， ＷＥＮ Ｊｉｎｓｈ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ｆｅｅｄ， ｏｉｌ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ｉｇ ｆｏｏ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ｌａｇｇｅｄ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ｕｐｇｒａｄ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ｒｉｓｋ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
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ｌｏｗ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ｙｉｅｌｄ ｈ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 ｓｏ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ｄ⁃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ａｐ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ｆｅ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ｐａｔｈ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ｕｎｉｔ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ｒｅａ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ａｌｌ
ｆａｃ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ｃｏｓｔｓ ｍａ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ｙ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ｉｇ ｆｏｏ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ｏ－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ＹＯＵ Ｘｕａｎｗｅｎ， ＷＡＮ Ｊｕｎ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ｏ－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Ｉ）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Ｉ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ｎｅ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８ 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Ｇ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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